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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本文分析了中国人口低生育率阶段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变化，及其对中国经济

增长所带来的影响。随着中国人口增长进入了低生育阶段，人口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力供

给的低速增长。在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从相对比重下降到绝对数量下

降，将会诱发工资率的不断上升。同时，在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情况，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将会加重养老负担。在劳动成本上升和养老负担加重的情况下，保持中国未来持续增长将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以及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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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市场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1

 
 
一、引言 
 
中国人口出生率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有较大幅度下降。此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

逐步推开、经济改革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对家庭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

为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人口出生率继续保持下降趋势。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诱发了大

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在这个过程中，婚育年龄推迟和城市文化影响进一步加速

了中国人口转变进程。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人口增长率下降到 1%以下，基本完成

了从传统增长模式先现代模式转变，即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

亡、低增长”。 
2000 年中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 7.1％，按照国际标准，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人

口老龄化社会。2005 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已上升到 7.7%。大量预测表明，中国人口增

长的速度将进一步放慢，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在人口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

长的情况下，人口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力供给的低增长。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不断地

创造出新的劳动力需求。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从相对比重下降到绝对数量下降，劳动力供给

和需求之间的缺口必然带来工资率上升，诱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问题。 
工资上升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工资上升能够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刺

激劳动者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工资上升也带来了劳动成本上升，

削弱中国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优势，对出口和经济增长起到制约作用。从上

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城镇实际工资增长进入了高增长时期。这种高增长如果能够

得益于劳动生产率的高增长，它无疑能收到工资和经济同步增长的双重效果。然而，对劳动

生产率的分析表明，工资增长明显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如果讲，中国目前的工资快速增

长是对过去偏低工资水平一种补偿的话，那么，这种增长势头在今后应当放慢。否则，它会

侵蚀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中国经济的竞争能力。当然，如果能做到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者

技能提高与经济结构调整相匹配，中国就可以实现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齐头并进。 
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人口老龄化加快将会加重养老负担，削弱经增

长动力。目前，中国尚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最后阶段，我们应当通过充分就业的政策来挖掘

尚存的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转变进入负债阶段，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将面临着劳动成本上升和

养老负担加重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加

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本文余下分为四个部分：第二部分讨论了人口低速增长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第三部分

考察了工资高增长和劳动力需求问题；第四部分分析了人口转变与中国经济增长；最后是本

文结论。 
 
二、人口低速增长与劳动力供给 
 
中国人口增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

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出生率保持在 30‰以上。加之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使得各种急性传染

                                                        
1 本项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未来 5 到 10 年我国就业形势和就业政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重大课题《未富先老国情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研究》资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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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很快得到控制，死亡率从 1949 年的 20‰下降到 1957 年的 10.8‰，人口增长出现了第一

次增长高峰。1958 年到 1961 年是中国人口发展非正常时期。由于政策方针失误和自然灾害

影响，人口再生产的自然演变过程被中断，死亡率异常上升，1960 年达到 25.43‰，导致出

现了人口负增长。此后，中国人口在死亡率保持低水平的情况下，出生率大幅度下降，结果

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由 70 年代初的 20‰以上下降到 1998 年得 10‰以下。本世纪初以来，

中国人口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型人口增长阶段（见图 1）。预测表明，

中国人口数量将在 2030 年前后达到高峰，此后，人口总量开始逐步下降，由低水平增长阶

段过渡到负增长阶段。 
 

图 1 1949 年到 2050 年的中国人口增长 
资料来源：1949 年到 2004 年 05 年到 2050 年的数据来自

口数量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低增长。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死亡

率下

年龄人口数量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到 2015 年前后，一直处

于上

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历年），20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4 Revision and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3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p, 10 November 2006 (Medium variant). 

 
人

降快于出生率，这样，人口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就有一个时滞。当出生率越过高增

长阶段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则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如果预期寿命不变，当出生率由低

增长进入负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则处于低增长阶段。然而，由于预期寿命不断延长，

劳动年龄人口从高增长转向低增长速度，要快于人口增长的这种转变。也就是讲，人口转变

通过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作用，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比总人口增长更快地进

入低增长和负增长的阶段。 
正如图 2 所示，中国劳动

升阶段，从 3.4 亿上升到 10 亿左右。2015 年之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处于不断下

降趋势。从增长角度看，劳动力年龄人口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这种快速

增长阶段持续了将近四十年左右。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处于不断

减速态势。这种态势大约在 2015 年前后开始转变为负增长阶段，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绝

对数量开始下降。相比之下，人口数量增长将在 2035 年前后才开始出现负增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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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50－2050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及其增长 
资料来源：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4 Revision and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3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p, 10 November 2006 (Medium 
variant). 

 
总和生育率是解释和预测人口生育行为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总和生育率反映了一个妇

女一生中生育子女数量。如果实际的总和生育率高于人口更替水平所要求的总和生育率2，

那么，人口数量将处于持续增长态势。反之，人口数量将迟早要面临着负增长的局面。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中国总和生育率在 2.2 左右，高于人口更替水平所要求的总和生育率。

到 2000 年，缘于第五次人口普查原始汇总资料很低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3，近年来学术界

对中国的真实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考虑到婚育年龄推迟等

人口结构性因素，以及漏报等问题，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 1.6－1.8 之间。一些学者利用

调查资料和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的推断结果，也支持上述结论（郭志刚等，2006）。 
联合国对中国的中位人口估计采用了 1.85 的总和生育率。因此，它显然存在高估中国

长期的人口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从中期或短期估计来看，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为 15-64
岁年龄组的人口数量，这样，即使采用如 1.6 或 1.8 等较低总和生育率，它们对未来十五年

中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影响不大，但对人口数量增长和十五之后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

有较大的影响。本文以下部分主要根据总和生育率为 1.8 的预测结果4，分析未来十五年内

的劳动力供给变化情况。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无论采用多大的总和生育率，它们都对到

2020 年的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没有影响，只对其占总人口的比例略有影响。也就是讲，未

来十五年内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是由过去十五年前出生的人口数量累计决定的。 
实际上，劳动年龄人口供给是一个潜在的劳动力供给数量。这部分人口并不都是参与劳

动力市场活动。在这部分人口中，真正属于劳动力供给部分是那些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

的人口。因此，在预测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之后，我们需要利用劳动参与率变化趋势，对其

                                                        
2大约在 2.1 左右。 
3 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原始汇总资料的推算结果在 1.22 左右。 
4这个结果由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王广州副研究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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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整，将潜在的劳动力供给数量转化为有效的劳动力供给数量。 
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参与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从 1990 年到 2004 年，中

国劳动参与率从 85.6%下降到 81.9%。这种下降趋势是由众多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包括：

一是经济转型所带来的下岗失业，使得一部分在劳动力市场上沮丧的工人退出了劳动力市

场，特别是 40-50 岁的低技能工人和妇女；二是高等教育扩展之后，延长青年人接受教育时

间；三是城镇社会保障体制让一部分人通过享受这种福利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四是在一部分

高收入群体中，家庭分工让部分女性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图 3 2005－2020 年中国劳动力供给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王广州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到。 

 
根据这种趋势，我们对今后劳动力供给预测采取两种方案：一种是假定今后 15 年里劳

动参与率保持在 2004 年的水平不变；另一种是假定今后 15 年里劳动参与率按照过去的趋势

递减，这样，到 2020 年，中国劳动参与率会下降到 78.4%。从图 3 可见，如果未来劳动参

与保持在 81.9%不变，那么，今后 15 年里有效劳动供给数量将从 2005 年的 7.54 亿上升到

2016 年的 8.20 亿，比 2005 年多 6600 万人。在余下的四年中，有效劳动供给数量大体维持

在这个规模，并略有下降，到 2020 年为 8.17 亿，比 2005 年多 6300 万人。然而，如果采用

第二种方案预测，今后 15 年里有效劳动供给数量到 2014 年上升到峰值，为 7.90 亿，比第

一种方案少 3000 万人。到 2020 年，第二种方案预测的有效劳动力供给数量为 7.75 亿，比

第一种方案少 4100 万人。 
上述两种预测方案都表明，未来有效劳动力供给的峰值大约在 2015 年前后，然后，开

始出现下降态势。从净增长的角度看，从 2005 年到 2015 年，逐年增量的幅度不断下降，到

2015 年之后开始出现负增长。这种变化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保持了一致。不过，与劳动

年龄人口相比，第一种方案预测的有效劳动力供给数量与之相差 1.66-1.81 亿人，第二种方

案预测的有效劳动力供给数量与之相差 1.69-2.22 亿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劳动力供给

正处于重要转折的前期。它与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劳动力需求一起，将中国劳动力市场带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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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 
 

三、工资高增长与劳动力需求 
 

改革以来，中国工资增长在不同时期是不平衡的。如图 4 所示，无论是货币工资、还是

实际工资，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都保持着相对较慢增长的态势。但从九十年代开始，特别是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工资变化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如果选择 2000 年为 100，我们

可以计算货币工资指数和实际工资指数。货币工资在改革初期的起点很低，但上升较快，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几乎是翻一番。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上升更加迅速，到 2005 年上升

到最高点。相对来讲，实际工资在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一直保持着更慢的速度上升，

但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也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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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78年到2005年的中国工资指数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 
 

1978年到2005年，中国货币工资从615元上升到18405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3.4%。从时

间阶段上看，货币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1978年到1985年为9.5%，1986年到1990年为13.3%，

1991年到1995年为21.1%，1996年到2000年为11.3%，2001年到2005年为14.5%。也就是讲，

货币工资在上个世纪九十初期和本世纪初期分别经历了两次快速增长。但是，由于这个两个

时期物价变化不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相反，本世纪初期

的物价水平变化不大，因此，在比较这两个时段的工资增长时，我们需要消除物价因素。 
选用不同的平减指数5对计算实际工资变化有所不同。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可采用消费

者价格指数和GDP平减指数两种办法。如果采用消费者价格指数，1978年到2005年实际工资

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0%。由于GDP平减指数包含的商品和服务范围更广，它的实际指数数

值小于消费者价格变化，这样，利用它计算得到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就高一些，改革以来的年

平均增长速度为7.6%。 
在消除物价因素之后，采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实际工资在九十年代上半期的年平均

                                                        
5 《中国统计年鉴》颁布了实际工资指数。根据这个指数，我们可以计算实际工资的平减指数。将这个指

数与城镇消费指数比较，两者在 1998 年之前基本相同，但在 1998 年之后有显著不同。本文主要利用城镇

消费价格指数来计算实际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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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为5.9%，而2001年到2005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为13.2%，实际工资增长率呈现出一路上

升的态势。如果GDP平减指数，实际工资增长率在1991年到2005年期间大约保持在7-11%的

增长率，近年来也呈现出加速趋势。 
分部门和行业的实际工资增长也与平均实际工资增长呈现相同的态势（见表1）。分所

有制来看，不同所有制单位的实际工资增长在总体保持着与平均工资增长相同趋势，但在增

长幅度有所不同。改革以来，国有单位的实际工资增长最快，其次是集体单位，最后是其它

单位。三个部门的年平均实际工资增长封分别为7.0%、5.8%和5.6%。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

象是，中国在九十年代后期加快了国有企业改革，这种改革主要是通过劳动力数量调整，而

不是工资调整来提高国有企业效率。通过将富余人员分流出来，以及将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

和优良资产进行剥离、重组，经过改制后的国有企业资本有机程度大幅度提高，结果也带来

了工资的大幅度提高。而城镇下岗失业人员主要通过在非国有部门寻找就业机会，结果也在

一定程度缓解了这些部门平均工资的快速增长。 
 

表 1 1978-2005 年分所有制和分行业实际工资增长（％） 
 1978-85 1986-90 1991-95 1996-00 2001-05 1978-05 

平均 4.9 2.6 5.9 9.1 13.2 7.0 
分所有制       
国有单位 5.1 2.8 5.0 9.0 13.9 7.0 
集体单位 5.3 1.1 3.9 7.7 11.3 5.8 
其它单位  4.8 5.3 5.9 9.6 5.6 
分行业       

农业 4.9 1.5 3.5 5.8 8.7 4.9 
采掘业 5.8 4.6 1.8 5.5 18.6 7.2 
制造业 5.0 2.5 5.2 9.1 11.3 6.5 
电力、煤气和水供应业 1.6 5.6 8.9 8.1 13.1 7.0 
建筑业 5.3 1.3 4.6 6.5 9.2 5.4 
交通运输通讯业 4.8 2.9 8.3 9.9 13.7 7.7 
餐饮零售服务业 4.7 1.9 3.8 9.1 14.5 6.6 
金融保险业 5.2 2.1 13.9 10.5 17.8 9.6 
房地产业 5.3 5.9 11.3 9.2 9.1 8.0 
社会服务业 5.9 11.7 7.4 9.3 13.1 9.2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 5.6 3.7 6.8 11.0 12.8 7.8 
文化教育 7.0 2.1 6.2 9.5 13.7 7.7 
科学研究 5.2 2.9 8.5 12.4 13.9 8.4 
政府部门 3.7 2.8 6.4 10.5 14.2 7.2 
注：（1）利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实际工资增长率；（2）实际工资增长率为年平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 
 

分行业来看，所有行业大体上也保持着与平均工资相同的变化趋势。但增长幅度在不同

行业之间有较大的差异。与平均工资增长水平比较，在一些竞争性的行业中，如农业、制造

业、建筑业和餐饮零售业的实际工资增长相对较慢，而在一些带有一定垄断或非竞争的行业

中，如金融保险、社会服务、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等行业的工资增长相对较快。从 1978 年

到 2005 年，实际工资增长最慢的三个行业为农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它们的年平均增长率

分别为 4.9%、5.4%和 6.5%。实际工资增长最快的三个行业为金融保险业、社会服务业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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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等，它们的年平均增长在 8.4-9.6%。 
如果计算 1996 年到 2005 年的实际工资年平均增长率，在所有行业中，除了农业、建筑

业和房地产业以外，其它所有行业的实际工资增长都在 10%。而这三个行业的实际工资增

长也分别达到 7.3%、7.9%和 9.3%，它们也高于改革以来的各自的增长率。由此可见，工资

高增长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所有部门和行业经历的一个普遍现象。 
在一个简单的劳动力供求框架中，工资水平的急剧上升是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双方

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劳动力供给始终保持在无限供给的状态，随着经济增长创造出来

新增的劳动力需求，这些需求就会被大量剩余的劳动力及时补充。因此，不会出现工资水平

上涨现象。发展经济学中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就描述了这种现象（Lewis，1954），即发展中

国家的二元经济中，农业部门有近似无限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存在，这种存在保持了工业部门

扩展过程始终有廉价的劳动力供给。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现代工业部门吸收了大量

农村剩余劳动力，此时，农业部门无限剩余的劳动力供给状态就转变为有限剩余状态，现代

部门的进一步扩展就面临工资调整问题。 
中国是一个人口数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4 年人均收入水平上升到 1162 美元，属于

全球国别排序中的中低收入组。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上，人们通常认为像中国这样劳动力数

量众多的国家不存在着短缺问题。然而，从 2003 年底开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农民

工短缺现象。2004 年，这个现象主要集中在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和福建省的福州、厦

门等地区。到 2005 年，上述短缺现象进一步加剧，从珠江三角洲蔓延到长江三角洲、华北

沿海地区，甚至劳务输出大省，如湖南、江西等地也出现了企业招工困难。这种现象实际上

是劳动力市场对出口贸易高速增长、经济增长加速和经济重心转移的一种市场反映。出口高

速增长和新一轮经济增长创造了巨大劳动力需求，在劳动力有效供给难以满足新增需求的情

况，农民工短缺不仅现象揭示着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着有限剩余转变（Wang, et.al，
2006），而且伴随着这种短缺，实际工资较快上升也在情理之中。 

 

图 5 2006-2015 年劳动力供求趋势预测 
注：劳动需求按照就业弹 、6%来计算新增的高、性为 0.1、经济增长率分别按照 10%、8%
中、低的劳动力需求数量。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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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一个简单的劳动力供求预测，可以进一步揭示中国未来劳动力供求形势的变化。假

定未

动，

四、人口转变与中国经济增长 

果把抚养比定义为儿童人口（0-14 岁）和老年人口（65 岁及以上）与劳动年龄人口

（1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 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

2005

从图 6 可以看出，中国人口抚养比从 1950 年到 1964 年保持不断趋势，从 61.0%上升到

79.4

                                                       

来十年里中国经济有高、中、低三种增长可能性，分别对应 10%、8%和 6%的经济增长

率，假定就业弹性为 0.16，这样，就可以计算出未来每年中的新增劳动力需求数量。与高、

中、低经济增长率相对应，新增劳动力需求也分别有高、中、低三种可能性。将其与劳动年

龄人口和有效劳动供给的预测数据相匹配，就得到新增劳动供给和新增劳动力需求的图 5。 
如图 5 所示，如果假定劳动参与率为 100%，即所有劳动年龄人口都参与劳动力市场活

那么，即使在最低的 6%的经济增长速度下，劳动力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将在 2014
年出现缺口。这是劳动力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出现缺口的时间上限。如果假定劳动参与率势逐

年递减，在最高的 10%的经济增长速度下，劳动力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将在 2007 年就出

现缺口。如果假定劳动参与率保持不变，在中等的 8%的经济增长速度下，劳动力的总供给

和总需求之间将在 2011 年出现缺口。因此，上述简单的劳动力供求模拟也显示了中国劳动

力市场正处于重要的转折时期。 
 

 
如

-64 岁）之比，把就业比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与总人口之比，图 6 清晰地显示了 1950
年到 2050 年里中国人口结构的阶段性转折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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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变化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历年）

-2050年数据由王广州副研究员提供。 

 

%。1964 年是中国人口抚养比变化的第一个转折点。越过该点之后，中国人口抚养比持

 

 

6 这个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实际上，就业弹性在近年达到 0.15 左右。较高的就业弹性意味图 5 中的所

有新增劳动需求线向上移动。 

Dependecy Ratio (%) Support Ratio (%)
抚养比 (%) 就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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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下降，这种下降主要来自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这种态势一直保持到 2013 年左右。2013 年

之后，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导致老年抚养比迅速上升，并在绝对水平上超过少儿抚养

比，使得总抚养比开始出现第二个转折点。与此对应，就业比呈现反向的变化趋势。在 1964
年到 2013 年期间持续上升，之后则逐步下降。中国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

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通过丰沛的劳动力供给和生产性人口结构带来的高储

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随着人口红利阶段结束，人口转变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进入了人口负债阶段（见图 6）。 
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就开始享受人口红利。但是，由于计划经济时

期推

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

阶段

以通过两种方式来为个人进入老年阶段做好准

备。一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这种增长不仅可以维持工资的

较快

                                                       

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遭受十年“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的破坏，中国在这个

时期未能抓住人口转变的有利时机，收获人口红利。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推行比较

优势发展战略，中国则抓住了收获人口红利的有利时机，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分析

表明，改革以来，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 7.5%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

贡献在 1/4 强。如果把未来剩余的人口红利也计算在内，人口转变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贡

献在 1/3 左右（王德文等，2005）。 
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转

，人口老龄化加速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

长、劳动参与率下降及其带来的劳动供给减少、以及储蓄率下降带来的物质资本积累低增长，

这些因素将共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在总要素生产率保持每年 3%的增长速度前提

下，人口老龄化将使得 2010 年到 2020 年期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比本世纪的头十年下降

2.4 百分点，本世纪中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到目前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半（彭秀健，2006）。在

这个阶段，中国如何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将在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否

通过政策和体制改革，加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推进就业结构调整和提高劳动配置效

率，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一系列措施。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个人和社会可

种方式是通过社会养老制度福利计划，另一种是通过个人的劳动年龄阶段的财务积累。

这两种方式都会对资本形成和积累产生影响，从而为收获人口红利创造条件7。按照稳态黄

金定律的要求，随着人口条件的改变，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应从 1982 年的 2.6 上升到 2050 年

的 7.1，这样才能实现劳动生产率每年 1.4%的增长率，保持中国人口和老年人的福利水平

（Wang and Manson，2005）。 
较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是实现

增长，消除劳动成本上升的压力，而且也可以通过资本积累和财富积累，为老龄化社会

准备物质条件。从总体上讲，改革以来中国实际工资水平快速增长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

从 1978 年到 2005 年，中国实际工资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 7.6%，略低于劳动生产率每年 7.9%
的增长速度。但是，如果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观察，在这个阶段，实际工资增长不仅

在总体上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而且，从产业内部来看也是如此（见表 2）。如果讲这种

高速的工资增长是针对中国过去较低工资水平的一种补偿，那么，这种趋势在今后应当所有

减缓，否则，这将影响到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当然，并不是讲中国一定要长期保持低劳

动成本的制造业竞争优势。问题在于，随着劳动供求关系的急速变化，中国能否通过就业结

构调整、人口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来因应参与国际分工

格局新的要求。 

 
7 Mason (2005) and Wang and Mason (2005)将人口红利划分为两种人口红利：第一种人口红利完全来自人口

抚养比的下降和就业比的上升，第二种人口红利来自个人和社会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利用人口年龄结

构对财富创造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按照这种划分，前一种可以理解为劳动力供给效应，后一种可以理解为

储蓄效应或资本形成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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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78-2005 年中国的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增长 

 5 1978-05 1978-851986-90 1991-95 1996-00 2001-0

劳动生产率增长       

平均 6 6  11 7 8 7  

业 

 
6

通讯业 

      

5.6 5.7 7.1 9.7 10.9 7.6 

 

通讯业 

.5 .1 .2 .4 .4 .9
农业 8.7 3.9 7.8 2.4 7.5 6.3 
第二产 2.1 5.1 12.5 7.3 8.0 6.7 
  工业 2.9 5.2 12.0 12.9  7.7 
  建筑业 0.4 4.9 11.9 5.2  4.9 
第三产业 4.7 6.7 5.8 8.9 .0 6.3 
  交通运输 1.1 4.9 5.8 13.8  6.4 
  餐饮零售服务业 8.4 4.9 7.6 8.4  7.5 
实际工资增长 
平均 
农业 5.6 4.5 4.8 6.4 6.5 5.6 
制造业 5.6 5.7 6.4 9.6 9.0 7.1 
建筑业 5.9 4.3 5.9 7.0 7.0 6.0 
交通运输 5.4 6.1 9.5 10.5 11.4 8.3 
餐饮零售服务业 5.3 5.0 5.1 9.7 12.1 7.3 
注：（1）为了与劳动生产率比较，本 用 平 计 实 增长 2）劳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 

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多条重要途径：一是通过资本积累，提高人均资本拥有量；二是通过

就业结构的转换，提高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三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个人劳动生产率；

行，

1998

烈竞争引发的产业结

构调

表利 GDP 减指数 算的 际工资 率；（

动生产率增长率和实际工资增长率为年平均增长率。（3）最后一栏中工业、建筑业、交通运

输通讯业和餐饮零售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为 1978 年到 2002 年，因为缺乏分行业的 GDP
资料。 
资料来源

 

四是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总体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中国的储蓄率高达 43%左右，在全球独

树一帜，因此，继续通过提高储蓄率来增长资本积累，不仅潜力不大，而且也不利于启动国

内需求。实际上，随着人口转变，中国高储蓄率在今后将会出现下降趋势。东亚经济的发展

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种证据。在中国目前这种高储蓄率的情况下，加速物质资本积累今后应

该更多的关注如何提高资本形成效率和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从长期来看，今后提高人

均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主要来自就业结构转换、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渠道。 
研究表明，改革以来中国部门间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 16-21%（世界银

；蔡昉等，1999）。这种贡献主要来自劳动力从生产率低农业部门向生产率高的工业和

服务业部门转移。2005 年，中国农业占 GDP 的份额为 12.6%，而农业就业比例仍高达 44.8%。

由此可见，中国未来就业结构的转换空间仍然很大，并且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

源泉。世界银行（2005）的一份模拟分析揭示，在今后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 1%、5%和

10%的假设下，中国经济增长将分别提高 0.7、3.3 和 6.4 个百分点。 
加速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激

整和升级是以相应技术的获得性和劳动者数值提高为基础的。假使在相应技术可获得的

情况下，如果没有通过教育教育和培训、卫生健康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产业结构调

整和升级也就无法完成。在工资高速增长带来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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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成本优势丧失，而新的人力资本优势又没有形成，这样就会带来“未富先老”的窘境。

人力资本积累是一个具有报酬递增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一项模拟分析表明，增加教育

和培训的人力资本投资将提高中国人均收入增长每年将进一个百分点（Peng，2005）。高盛

公司的一份分析报告预测，如果将劳动者质量提高和农业劳动力释放两个因素考虑在内，再

加上适度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从 2005 年到 2050 年中国经济增长每年保持在 5.3%，比基准

水平高出 0.6 个百分点（乔虹，2006）。人力资本积累除了自身构成经济增长一个源泉外，

它也会通过总量增加所带来的外部效应，推动科技创新水平和知识积累速度。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的重要变化，过去依靠丰沛劳动供给推动

经济

、结论性的评论 

一个简单的劳动力供需变化框架下，本文揭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

转折

地动员中国经济在过去发展阶段所具备的源泉。随着人口

转变

红利终究要消失。在人口转变进入负债阶段，加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提

高劳

增长的源泉将逐渐式微。从中国经济增长受到的制约因素来看，人均自然资源缺乏对中

国经济的影响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能源、矿产等供给对于高速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不断减

弱。在这种情况下，增长本身就会诱发形成转变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也就是讲，中国未来

经济增长需要从依靠投入扩展转向劳动生产率提高（蔡昉，2006）。技术进步是提高劳动生

产率总体水平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提高自然资源使用效率和创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保

障。从这个角度讲，建设创新型的国家与构建和谐社会是相一致的。不过，在建设创新国家

过程中，我们要依据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创新能力，对创新体系建设和创新战略有科学地认

识，以免走弯路和犯错误。就中国而言，加强对技术创新的国内需求和技术使用能力是成功

的关键。提高加工设备和知识密集的服务业等战略性部门的知识积累同样非常重要。增加对

研发部门的投资以便激发国民的相互学习和相互合作也是推动以自我创新为基础经济增长

的一条重要途径（Gu and Lundvall, 2006）。 
 
五

 
在

阶段。这种变化，一方面是中国人口转变进入低生育率阶段，造成了人口和劳动年龄人

口低速增长；另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增长不断创新出新的劳动力需求。正是在劳动力供给和劳

动力需求的双方作用下，中国实际工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也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如果

考虑劳动参与率下降等因素，中国未来劳动力供求缺口将迫使工资率继续上升，进而带来劳

动成本的不断上升。比较分析表明，无论是总体水平、还是分部门来看，实际工资增长都快

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实际工资的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较低工资水平的一种补偿，但

如果没有更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做后盾，那么，这种增长将是不可持续的，它迟早会对本国

的竞争力和长期带来负面影响。 
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已经极大

过程中抚养比下降和就业比上升，中国在改革期间通过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收获了很

大的人口红利，来自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丰沛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大

约在三分之一左右。一旦人口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殆尽。在人口红

利尚未消耗殆尽之际，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崛起的重要手段，

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这就意味着未来 10 年左右的时间，是利用和开发人

口红利的最后机会，也是挖掘替代经济增长源泉的战略机遇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劳动力

的充分就业、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将有利于延缓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保持劳动力成本

低廉和储蓄率高的发展优势。因此，确定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不仅不会淡化加快经济增长

的目标，反而会使经济增长目标更加有保障，更有利于保持持续、高速、协调和健康的经济

增长。 
人口

动力配置效率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加快物质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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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提高投资效率和培育与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消除制约劳动力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因

素，不仅可以继续保持中国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提高劳动配置效率，而且还能收到缩小

城乡差距的功效（Whalley and Zhang，2004）。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包括全民教育素质和

健康素质的提高两个方面。改革教育体制，加强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连接，扩展教育领

域和受教育时间，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既可以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又可以培养满足

市场需要的人才，提高个人的就业能力。加快人口资本积累，还需要加大对教育和卫生健康

的公共投资，改善目前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不足的局面。随着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和建设形成

创新型的国家，这样就能保持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同步增长，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克服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实现人口、自然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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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growth enters the low-fertility phase, its slow growth will at last cause the slow growth 
of labour supply. If China maintains its raid economic growth, the decline of working age 
population from a relative share to the absolute number will trigger a rising wage. Meanwhile, the 
increasing growth of aging population will add an extra-burden on society for supporting more 
elderl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rising labour cost and heavy population aging burden, 
ensur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will largely depend on how to speed up 
both physic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 labour productivity 
and transform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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